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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联盟异化是霸权同盟国基于“成本-收益”核算,对既有联盟

关系做出的调整,表现为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发生背景是和平与发展

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传统安全诉求减少、全球治理等功能性议题不断涌现,

而霸权国实力下降、弱化联盟承诺或采取退出外交策略。联盟异化受到来

自霸权国、崛起国及系统内其他国家行为的激励,更取决于其自身对联盟的

“成本-收益”核算。随着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建制派回归,霸权国

重置联盟的意愿将会增强,但面对愈发累积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功能性治理

诉求,原霸权同盟国将可能采取议题性追随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异化行为,

也会做出防御型抱团、区域化对冲等应急反应,系统内其他国家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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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治下的原联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部分霸权同盟

国采取了选择性背离的行为。例如,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意大利不顾美国反

对,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美国重新评估

当前的联盟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企图拉拢和重塑地区盟友和伙伴,构建针对



34   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中国的“小圈子”。① 例如,与盟友签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利用G7扩员机会塑

造排他性的治理机制,提出针对“一带一路”的“蓝点网络”等倡议,声称组建“民

主国家联盟”等。然而,大多数美国传统盟友并没有全方位倒向美国,而是“不

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选择维护自身利益的务实外交,在中美之间两边下注的

决策逻辑上升为主流战略思维方式”。② 我们将类似现象称为联盟异化。基于

此,本文研究的是联盟异化的起源问题。联盟异化的现状致使霸权国改变全

球治理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之间存在差距,进而影响到最终战略意图的实现。

一、
 

研究准备

(一)
 

基本概念

  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基于共同利益,为协调行动而订立盟约并

结成的某一国家集团。共同利益是联盟的基础,盟约文本是联盟的形式,协

调行动是联盟的结果。言下之意,联盟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行动一致

的。相比之下,成员国在有些情况下违背盟约、在有些情况下却依然追随联

盟的行为则显得颇为异化。

狭义的联盟指安全联盟,即采取联合制衡的手段,达到平衡威胁的目

的,主要表现为军事安全联盟。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联盟是两个或多

个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承诺,任何联盟的定义特征都包括特

定情况下针对某些外部行为体的军事承诺。③ 由于联盟的起源是基于安全

考虑的,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即便不针对特

①

②

③

这种联盟重塑现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和拜登的竞选相关公开讲话中皆有体现。
任琳、张尊月:《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复杂性分析———以亚太地区经济治理为

例》,《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10期,第10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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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象,其他国家也会将其视为威胁和敌人,在某种意义上,联盟是为了降

低不安全感而予以搭建的。① 因此,只要和平时期的大国依然存在主观不安

全感,即使不一定是客观上的安全威胁,它们依然存在维持联盟的基本诉求。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联盟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联盟行为不仅存

在于军事安全领域内,亦包含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义

的领域内界定共同利益、圈定“谁是朋友”和协调行动。正如拜登在美国总

统大选中胜出后宣称美国要重新强化联盟政治,实则是探讨在广泛的议题

领域内与盟国合作的可能:“民主党人不仅会修复我们的联盟,而且会重塑

它们,以推进共同的优先事项并应对新的挑战……我们将围绕虚假信息、腐

败和经济胁迫等非军事威胁制定共同的对策,这是我们议程中的优先事

项。”②可见,研究当代的联盟关系需要将其放置在新的外延之内。本文重点

关注的正是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之初所依托的西方发

达国家集团。联盟不仅曾是美国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主要机制,也是二战

后美国塑造战后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的主要依托。③ 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成员大多为西欧盟国,美国是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和其他成员国的首要贸

易伙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消亡之时,支撑体系的联盟关系并未随之瓦解。

正如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所言,自由国际秩序与美国的联盟

体系密切相关,美国围绕多边机制和联盟关系建立一套政治体制,在提供安

全和稳定开放的市场等问题上做出承诺。④ 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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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盟友支持,美国可以在本土之外化解危机,并凭借强有力的海外力量实践延伸威慑战

略,遏制对手率先发动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反恐战争都有盟国参与,通过维和、发
展援助、能力建设促进地区稳定。参见: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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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17.



36   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广义的联盟而不是狭义的联盟构成了美国传统建制派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

战略工具。①

联盟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后战争时代遵守联盟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

发生了变化。联盟异化反映了霸权同盟国对联盟的预期和利益关系的调

整,在形式上表现为选择性追随、选择性背离等联盟调整行为。由于追随并

不是新现象,本文将更为重点关注选择性背离的时代背景、激励因素和发生

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联盟异化与联盟瓦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利兹(Brett
 

Ashley
 

Leeds)和萨文(Burcu
 

Savun)认为,联盟瓦解的形式主要有机会主义

废除、联盟已经实现目标且没有在终止日期前通过成员间的协议延长、成员

国在被外部势力征服时无法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双方同意重新协商关系

并签署新协议。② 维持联盟还是抛弃联盟需要经过利益权衡,包括丧失既得

利益、重新谈判等成本。如果对方是超级大国,那么抛弃成本就比较高。③

联盟异化考虑到瓦解联盟的高额成本,并试图在规避成本的基础之上增加

得自联盟内外部的收益。就当下而言,联盟瓦解对于原霸权同盟国的成本

过高,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联盟异化的行为。因此,联盟异化并不是联盟瓦

解,而是联盟国家在核算维持和抛弃联盟的“成本-收益”后,对既有联盟关

系做出调整;也不是简单的弱化联盟承诺、继续遵守条约,而是可能会选择

性地背离联盟关系,转而与系统内其他国家乃至作为联盟对象国的崛起国

本着务实的态度开展功能性合作。综上,维持联盟的基本条件是“遵守联盟的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0
 

”,当各成员国的预期成本收益发生了改变,维持与

抛弃联盟的成本都过高,且体系内存在增进收益的其他战略选项时,就有可

能产生联盟异化的现象。

①

②

③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兼具政治安全与经济治理双重职

能的联盟机制,几乎完全以美国及其盟国为主要成员,成为发达国家围绕国际政治和经

济治理开展议事至关重要的机制。G7首脑会议始于1975年,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G7逐步发展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该联盟

不仅在经济领域促成过所谓的广场协议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救助,且职能逐步扩展到更广

的领域,例如在政治领域曾就是否发动科索沃战争等相关问题进行盟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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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董祚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1页。



联盟异化的起源 37   

(二)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联盟异化问题的直接讨论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联盟

的形成、维持和瓦解。在国际层面上,权力制衡、应对安全威胁、追随、分利都

是联盟起源的原因。有学者提出,联盟中的国家数量、地理位置以及对外政策

的相似性都会影响联盟形成,但没有一个因素比权力制衡更重要。① 斯蒂芬·

沃尔特认为,国家结盟是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综合实力、地理邻近性、进
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共同影响国家的威胁认知。②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家倾向于通过追随强者获取安全和收益,联盟是正和博弈。③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内因素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包括国内秩

序、政体类型等,但不少研究认为民主政体与联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正相

关关系。④ 由于一国在对外做出联盟承诺时往往还需要考虑国内观众成本,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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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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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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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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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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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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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ussett,
 

“Components
 

of
 

and
 

Operational
 

Theory
 

of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2,
 

No.3,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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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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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Leader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Military
 

Coal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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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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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内政治也会影响联盟关系,包括社会内部组成的变化、国内精英的竞

争、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分歧。①

尽管既有研究提供了联盟形成和维系的多重视角,然而随着时代的发

展,联盟形态发生了演化,联盟内涵也有所改变,因而既有研究还存在拓展

的空间。需要说明的是,对已有文献的建设性批评需要结合现实形势,并不

是说不少文献或理论存在缺陷,而是说当适用的解释对象所处的条件发生

了改变时,原有限定条件内的理论不再具备普遍适用性。

首先,既有研究大多关注联盟的军事和安全功能,忽视了广义联盟(尤

其是经济联盟)在国际制度层面的形式、角色和功能。在联盟起源问题上,

现实主义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虽然也关注联盟中的经济联系,但经济因

素往往只是手段而不是主要目的。在后战争时代,传统的军事联盟在某些

地区或国家逐渐失去现实价值,当代联盟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成员国之间

达成一套规则和制度,反映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学者指出,对联盟的标准概

念及对军事领域的关注正变得危险且过时,这种观点部分植根于现实政治,

军事实力不能概括联盟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当代的联盟往往以

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为基础。② 在安全、政治、经济和其他全球治理等议

题领域中,联盟关系往往是相互塑造的。例如,经济联盟可能是建立在政治

安全联盟基础上的,但也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起到维持和巩固既有政治安

全联盟的作用。

其次,既有联盟研究重点关注了战争或冲突状态下联盟的可靠性,很少

涉及和平年代联盟存续、联盟瓦解、联盟异化或联盟重塑等现象。后战争时

代联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联盟内达成一套规则和制度,与其他国际制度

形成制衡关系(例如华约和北约)或嵌入关系(例如G7、G20和联合国)。随

①

②

刘丰、董祚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4—

15页
 

;Stephen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39,
 

No.1,
 

1997,
 

pp.161-163;
 

D.Scott
 

Benne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198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1,
 

No.3,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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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经济、气候变化等“低政治”领域上升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联盟的内

涵、产生动因和作用机制等问题都在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对于国际制度和全

球治理秩序上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再次,既有研究也关注联盟的机制化程度,但拘泥于双边联盟,没有对

多边框架下的联盟政治予以充分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联盟实际上是一

种国际制度①,可以用来管理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缓解国家之间合作的信

息不对称②。在历史上,联盟曾以国际制度的形式出现,例如冷战期间由超

级大国主导的北约和华约联盟都发展成了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

多边架构。③ 本文从国际制度视角出发,动态地分析当前美国主导的联盟体

系,突破双边关系的限制,把联盟放置在多边框架下予以观察,进而丰富和

拓展联盟的内涵。既有研究没有审视联盟与全球治理秩序之间的相互塑造

机制。分析当前全球治理秩序需要将联盟纳入考量,而分析联盟关系亦需

兼顾全球治理秩序的因素。

最后,既有研究需要与时代对标。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是影响秩序形

态的重要自变量,联盟的实力、规模和凝聚力的变化在世界秩序建立和维持

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④ 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

表示,美国和盟友的共同经济利益结构连接了冷战期间维持稳定的轴辐体

系,形成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安全联盟为多边经济合作提供了稳定的

环境。⑤ 然而,当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美国的主要盟国无法依靠

自身化解危机,也难以在区域秩序建设中追求共同愿景。同时,在国内经济

政治因素掣肘之下,美国维护系统内经济治理秩序和区域联盟共同利益的

能力下降。

①

②

③

④

⑤

托马斯·里斯:
 

《民主共同体的认同:
 

以北约为例》,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
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348页。
王石山、王英:《同病相怜与联盟形成———非洲联盟政治(1955—2003)》,《国际

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09页。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12页。
同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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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联盟异化的发生机制

(一)
 

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背景发生改变,霸权同盟国遵守联盟的预期成本和收益都将

随之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具体投射在战略承诺、承担成本的物质基础和利

益需求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传统联盟关系的基础。① 如若这

三个方面发生改变,原有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亦会随之改变。

第一,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霸权国的战略承诺模糊,追随联

盟的预期收益不明确。此外,霸权国对联盟的态度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

变。战略承诺模糊的原因在于时代主题变化,国家的传统安全诉求减少,联

盟政治对盟国的战略吸引力下降。由于盟友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降低,如

果霸权国始终保持此前明确的战略承诺,不仅会加速本国资源消耗,也不符

合盟友的现实需求。

第二,全球性问题增多,全球治理必要性上升。全球治理议题具有非排

他性、非竞争性与合作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解决,即使是

霸权国也无法独自承担日益上升的治理成本,需要各国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然而,联盟成员因自身能力和利益攸关度大小对提供公共产品存在不同意

愿,一些国家会试图采取“搭便车”行为,不想在联盟框架下被强制要求提供

公共产品。联盟的主要政治目标是传统安全议题,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多

元化安全关切,而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庞大,需要所有国家

的共同参与,这势必需要与同盟体系以外国家的协调合作。②

第三,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与之相对,霸权国实力相对式微,奖励追

随行为的能力下降。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刻画,全球范围内的东升

西降现象较为明显。全球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00万亿美元左右,按照

汇率计算大概是80多万亿美元。从相对GDP来看,东西对比尤为明显。根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按汇率计算,美国的GDP达到20.81万亿美元,

①

②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16—17页。
戴正、郑先武:《同盟理论的演进过程———兼论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念的镜鉴作

用》,《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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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GDP是15.22万亿美元左右,接近了美国的3/4。权力资源或实力对比

的变动会改变制度形态。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如果它(机制)下面

的资源明显转移,机制将失去他们的控制力甚至消失。”①联盟重置和联盟异化

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霸权国意愿和能力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

下,联盟形态可能随之发生变动,正在或即将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第四,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关系更加扁平化/去等级化,联盟成员之

间也存在常规经济竞争。冷战期间,两大联盟的对立导致经济秩序的割裂,

同时由于霸权国和同盟国经济能力不对称程度高,同盟国往往只能接受霸

权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联盟关系相对而言整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

来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同盟国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自身发展,经济交互

使联盟内部产生竞争,此前团结一致的联盟关系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令霸权同盟国具备了诉诸联盟异化的内外部条

件。在进行
 

“成本-收益”核算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霸权同盟国诉诸联盟

异化的激励(来自系统内国家,既包括霸权国、对象国,也包括其他国家),进

一步提炼关于联盟异化的计算所涉及的影响因素。

(二)
 

分析框架

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这两者彼此作用和动

态性相互影响”②,两者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在

联盟关系中,权力与利益彼此博弈,并投射到国家互动和国际制度层面,系

统内各主要行为体的行为驱动和取向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情境。在这个意

义上,本文主要涉及权力、利益与制度(治理)三个核心变量。③

①

②

③

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0年,第112页;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21.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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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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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43;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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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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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9,
 

No.1,
 

2005,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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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制度的本质是提供系统秩序,治理制度的形态“取决于权力当局在

一个集体中如何界定和执行价值分配的准则———也就是如何制定游戏的规

则”①。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尽管具有一定非中性特征,偏向部分成员国的

利益,但也具有相对中立的功能性,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维护秩序的稳定。

霸权国在权力驱动下试图借助联盟关系,塑造、修复或强化以制度非中性为

基本特征的全球治理秩序;而霸权同盟国则在利益驱动下更看重治理制度

的功能性收益,对维持与霸权国的联盟关系持相对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前

者追求权力,后者追求利益。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抵触。只能说在

优先排序方面,霸权国更为看重得自制度非中性的收益,而霸权同盟国更看

重来自制度的功能性收益。这种功能性收益还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能够溢

出到系统内的其他国家。

全球化塑造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关系,国家尤其是霸

权国的“国家意愿与国家能力之间产生了逐渐扩大的‘调整空间’”②。换句

话说,全球治理制度的功能性既可以对霸权国有益,也可以为霸权同盟国、

崛起国和系统内其他类型的国家都带来收益。这种类似“公共产品非排他

性”的制度溢出性也是霸权国意愿与能力之间出现“落差”的重要原因。功

能性溢出不仅局限于霸权国发起的制度,也可以是崛起国发起的制度。总

之,制度具有功能方面的溢出性和权力分配方面的非中性两种属性,前者重

视利益,后者强调权力,两者有一致也有冲突。见表1。

表1 权力与利益

联盟手段 联盟目标 全球治理多边表现

霸权国
提供治理秩序,
无法避免溢出性

维持权力优势 更重视制度非中性

霸权同盟国
享受治理秩序,
对溢出性持中性态度

安全利益、经济利益、
其他功能领域内利益

更重视制度功能性

霸权国的联盟行为主要是权力驱动的。有研究认为国际制度具有非中

①

②

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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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导国将其私有化为谋求私利的工具,利益分配基于等级化的权力结

  构。① 霸权国将联盟作为私有工具从中获利,一旦霸权国实力出现削弱或是

获取的非中性利益下降,其维持联盟的能力和意愿就会降低。如果其权力

优势受到威胁,霸权国将通过改变联盟重新稳固自身主导地位。受益于霸

权秩序的利益集团将形成联盟,当霸权国的国内集团之间以及霸权国与其他

国家之间的相对博弈能力发生转移或改变时,霸权国会感到在领导地位上没

有获得足够回报,因此会要求修正联盟或秩序,进而强化对联盟的控制。②

霸权同盟国的联盟行为主要是利益驱动的。联盟的建立基于相似的利

益诉求,而不仅仅是基于权力分配考虑。此外,联盟是重要的获利手段,在

国家生存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从国际体系中获利(包括安全利益和领土、财

富及功能治理等非安全利益)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③ 对同盟国而言,可靠

性更为重要,需要霸权国对来自联盟特定利益及追求利益的方式做出承诺、

达成共识。④ 霸权国的承诺含糊不清会增加盟友的怀疑,从而损害同盟国对

联盟的价值判断。⑤ 当霸权国组建的联盟难以继续带来激励时,同盟国将倾

向于重新评估联盟关系,因此可能会调整、弱化乃至退出。如果霸权国提供

援助的意愿和能力弱化,同盟国可能会寻求获得其他保护手段或诉诸其他

联盟外部的激励选项,对具有溢出性功能的全球治理制度持有相对务实的

态度。当盟国对功能领域内治理利益的需求与霸权国追求权力的联盟诉求

相悖时,联盟异化可能由此产生。

总之,当霸权国基于权力的“成本-收益”核算与同盟国基于利益的“成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
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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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收益”核算之间不一致的时候,后者便具备了诉诸联盟异化的激励。除

了联盟内部的异化刺激,联盟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崛起国的行为都可能成

为改变“成本-收益”核算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
 

联盟异化的激励

霸权同盟国选择联盟异化的策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核

算,还取决于系统内其他国家的行为及互动。图1反映了在时代背景变化的

情况下各类型国家的互动。正如温特(Alexander
 

E.Wendt)所言,施动者和

结构是相互构成和相互决定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变化使施动者潜在

地调整行为并做出决定。同时,结构只有通过施动者的实践和行动才能获

得效力。① 联盟的外部结构指其他系统内重要国家(包括崛起国和系统内其

他国家)与其形成的互动关系,内部结构指联盟的成员国(包括霸权国和霸

权同盟国)构成。内外结构的变化导致联盟异化的出现。外部结构对联盟

异化具有正向或负向的激励作用。霸权国、同盟国和崛起国是系统内最重

要的行为体,它们根据自身利益相继调整行为,三者互动导致联盟关系呈现

出动态演化的局面。

图1 联盟异化的三方互动

1.
 

来自霸权国的激励

在联盟异化的三方互动中,来自霸权国的激励对霸权同盟国的联盟异

化行为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主要取决于霸权国平衡权力需求的

① Alexander
 

E.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1987,
 

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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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当平衡权力的需求增加,霸权国往往具有强化联盟的意愿,进而提供

更多的联盟内公共产品以维系联盟关系;当平衡权力的需求降低,霸权国提

供俱乐部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此外,霸权国平衡权力的意愿还受到其自

身实力的制约。即便具有强化联盟的意愿,霸权国也不一定能够提供足够

的选择性激励。综合以上情境,霸权同盟国很可能诉诸联盟异化的策略。

霸权国在联盟中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安全保证。大国可以为盟友提供

较高的安全保障,大国与小国之间联盟具有交易性质,小国将自治权让渡给

大国以换取安全。① 同时,霸权国还能向盟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提供援

助将使盟友更为可靠,援助越多,联盟凝聚力越强。② 然而,如果霸权国缺乏

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持续提供公共产品,联盟成员可能会疏远霸权国,寻求新

的供应者,进而保障自身利益。如果提供者将所有资源用于联盟,盟友会认

为有助于实现联盟目标。如果提供者有所保留,盟友将认为公共产品没有

完全兑现。如果提供者完全不提供资源,盟友认为无法从联盟获得收益,出

于平衡利益的考虑,联盟异化可能发生。③

首先,冷战后的美国没有强大竞争对手,对盟国支持的需求降低,有更

多精力独善其身。美国不再致力于海外长期部署、多边和高度制度化的结

构,而是更多依赖临时联盟、灵活部署和双边安排,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影

响力和行动自由。在全球治理议题突出的背景下,霸权国缺乏足够动机坚

持既有联盟的承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

其次,霸权国的优势瓦解和维持联盟的高昂成本使其提供公共产品的

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原有的超

级大国地位正不断丧失,自身出现了相对衰落;长期维系联盟战略消耗了霸

权国的权力资源,使其无法支付维持制度所需的高额治理成本;此外,国际

①

②

③

James
 

D.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914.
Stephen

 

M.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1985,
 

p.27.
William

 

R.Gates
 

and
 

Katsuaki
 

L.Terasawa,
 

“Commitment,
 

Threat
 

Perception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fense
 

Alli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6,
 

No.1,
 

1992,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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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具有溢出性和消耗性,瓦解了霸权国的非中性权力优势。见表2。

表2 霸权国“成本-收益”核算

成本来源 收益来源

维持联盟稳定
承担联盟成本

承担治理消耗
得自国际制度非中性的收益

联盟改造重塑

承担联盟成本

制衡资源消耗

给予追随行为的奖励

借助联盟重塑,修复得自国际

制度非中性的收益

弱化联盟承诺
霸权信誉下降,联盟成员国

追随减少

继续享受边际收益下降的多边

框架下功能性合作的收益

由于自身实力的约束,尽管近年美国平衡权力需求上升,但其联盟策略

呈现明显的矛盾性:既要构建制衡性联盟应对崛起国(后文将详述该联盟重

塑行为),又弱化了联盟承诺,不愿给予联盟成员相应的“俱乐部收益”。一

方面,随着崛起国中国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开始构建制衡中国的

联盟,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重启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拉拢越

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通过加强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制衡中国的目

标。美国认为需要将盟友和伙伴纳入统一框架,避免主导地位受到削弱。

联盟关系是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缘政治的变

化,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也将随之发展。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联盟仍是美

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①

另一方面,联盟承诺弱化,联盟的稳定性下降,乃至发生了伤害和削弱

联盟的现象。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诸多背离联盟的行为,减少

对联盟对象的资源投入,使盟友对联盟体系的存在感到担忧,不再完全追随

美国制衡中国,不少盟友转而与中国开展合作,接受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

经济公共产品。特朗普对盟国的指责和“美国优先”理念使美国减少了对盟国

的承诺和安全保证,严重削弱了联盟体系。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威胁盟国,要求

① “America􀆳s
 

alliances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in
 

East
 

Asia:
 

Introduc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13,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mericas-
alliances-and-security-partnerships-in-east-asia-introduction/,访问时间:2020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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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承担防务费用开支。例如,美国威胁削减驻韩美军数量和减少安全保证,

迫使韩国提高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美国非但没有给予联盟相应承诺,反而

采取措施破坏与盟国的关系,威胁其利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和亚洲盟国施

加关税,发起“301调查”,要求重新谈判贸易协定,降低了盟国的经济收益。

即使是尤为重视同盟关系、倾向于强化和重塑联盟关系的拜登团队,也

一再强调希望盟国承担更多的义务,降低美国的成本:在区域层面,“我们将

与合作伙伴合作,鼓励他们增强防御能力,对地区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保证

防务合作更加公平”①;在全球多边,“我们扩大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并将它们纳入更广泛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秩序中,从而建立核心优势。下一

届政府将继续扩大我们的关系网络,超越核心联盟。我们会与盟国和伙伴

一起采取行动,使他们分担任务并加大投入”②。

2.
 

来自崛起国的激励

崛起国和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全球治

理中的作用得以强化,霸权同盟国在联盟之外参与功能性合作的预期收益

上升。外部威胁的消失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为霸权同盟国与崛起国互动创造

了条件。如果崛起国能力较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霸权同盟国可能会与

崛起国合作以获得更多收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美国的欧洲和亚太

盟友不再局限于联盟框架内的合作,而是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共同参与国

际多边机制,尤其是亚太地区盟友大多将中国作为首要贸易伙伴。一些美

国盟友甚至采取“骑墙”策略,希望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激烈,绝大多数传统盟友并未完全倒向美国、履

行联盟义务,而是选择性地参与美国构建的制衡联盟,并表现出明显的态度

差异。具体来说,来自崛起国的外部激励有以下两种。

第一,崛起国倾向于和其他联盟成员或第三方国家建立功能性合作。

崛起国构建联盟的成本较高,且可能面临霸权国的制衡和阻挠,因此更好的

①

②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July
 

21,
 

2020,
 

https://www.demconvention.
com/wp-content/uploads/2020/07/2020-07-21-DRAFT-Democratic-Party-Platform.pdf,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日。

Joseph
 

R.Biden
 

Jr.,
 

“Building
 

on
 

Success,”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5,
 

2016,
 

pp.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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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着眼于现实议题与具体需求,采取包容性姿态,开展开放型合作。大

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变为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得小国的支持和追随。大

国需要通过促成功能性合作、提供系统内公共产品等方式,争夺国际制度性

话语权的“市场份额”。崛起国需要更多支持,一般不会排斥多元化合作。

开放性和包容性合作保证了崛起国合作对象的动态选择。崛起国根据具体

任务和战略目标确定合作对象,其导向性比较明显,合作手段也具有灵活

性。这种做法既壮大了自身能力,也不会出现传统联盟的承诺问题,降低了

盟友背离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为赢得朋友、促成联盟异化、降低系统性风险

提供正向外部激励。作为崛起国的中国根据全球治理的具体议题构建了多项

制度框架。中国倡议建立上合组织,与美国盟友巴基斯坦和战略伙伴印度共

同参与安全治理。同时,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积极推动

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问题,中国与欧洲国家在G20
和 WTO机制内开展了深入合作,G20日益成为与G7并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中国与美国盟国和第三方国家的功能性合作均围绕特定议题产生(例如

应对金融危机、协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构建的制度安排具备论坛性质,既

没有正式条约,也不存在强大制度约束,各国在其中的自由度相对较大。

第二,崛起国构建的制度安排不针对特定国家,往往具有开放的成员国

属性。尤其是当崛起国在某个问题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时,更倾向于包容性

制度制衡,邀请包括秩序主导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入,提升新机制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削弱制度非中性。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资源有选择地在更

具能力的领域和区域层面构建各种新的多边制度,这些多边制度形式灵活

多样,体现了控制成本、追求实效等多重考虑。①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

于基础设施领域优势而发起的制度安排,自发起伊始,中国坚持保证该倡议

的开放性,面向各类国家,目前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既有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

家,也有亚非发展中国家。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未将美国排除在外。尽管

该倡议被美国视为中国改变国际秩序的手段,但中国始终保持防御姿态和开

放的态度,明确表示“一带一路”不针对特定国家,欢迎美国参与框架内合作。

① 陈拯:《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

第4期,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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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来自其他国家的激励

其他国家倾向于根据功能性合作的需求,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进行

选择性追随,目的在于平衡所能获取的利益。对于追随霸权的霸权同盟国

而言,这类国家的影响没有霸权国和崛起国那么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

了采取选择性务实策略、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正向激励。

传统均势理论认为其他国家会加入较弱一方制衡霸权国,然而事实上

很难形成制衡霸权的联盟,它们更倾向于在大国之间进行利益权衡。不归

属既有联盟的国家倾向于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对于小国来说,双边

联盟是大国控制小国的有效手段,能够扩展大国能力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影响力,因此小国不会轻易选择加入任何一方的正式联盟,而是采取“骑墙”

的方式确保自主与灵活。其他国家选择松散议题联盟的成本低,并且在霸

权国和崛起国之间选择性追随能获得更多收益。不加入霸权国联盟能够保

持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加入崛起国联盟能够降低霸权国的压力。如果

面临大国压力,这些国家可以随时退出制度安排而不必担心受到约束。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和领导国,印度自独立以来始终保持战略自

主①,不加入任何联盟。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在中美之间进行权衡,分别加入

中美建立的多边制度框架。基于经济利益,印度选择加入金砖机制和上合

组织,金砖机制决定在印度开设新开发银行的区域办事处,推动印度相关项

目融资。印度也和美国主导的G7机制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受邀参加G7峰

会。尽管近年来印美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两国结盟呼声越来越强,然而印度

始终保持战略自主,不完全加入美国阵营。即便中印关系处于波动中,印度

也没有完全加入美国对华制衡性联盟。

小国的权衡表现更为明显。尽管越南在追随美国方面最为积极,俨然

成为美国的“准盟友”,但越南仍坚持不宣称全面加入美国联盟。自1986年

苏联与越南的联盟关系结束以来,越南始终避免再次犯下与一个大国结盟

① S
 

Jaishankar,
 

“Era
 

of
 

Great
 

Caution
 

in
 

Foreign
 

Policy
 

is
 

Behind
 

Us,”
 

Times
 

of
 

India,
 

July
 

21,
 

20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era-of-great-caution-
in-foreign-policy-is-behind-us-jaishankar/articleshow/77075012.cms,访 问 时 间:2021年

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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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另一个大国的错误。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同样力图

避免与中国进行不必要的对抗。从根本上讲,越南不愿冒险与美国建立更

紧密的安全关系,同步的合作与斗争是越南对朋友和对手政策的标志。① 越

南2019年出台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了“三不”原则:不结盟、不依靠任何一国

对抗第三国、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在美国建立对华制衡性联盟的问

题上,越南也保持观望态度。

三、
 

霸权同盟国联盟异化的计算与举例

霸权同盟国出于平衡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满足治理需求等目标,进行

“成本-收益”的核算。随着全球性问题浮现,各国的意愿与能力皆出现一

定的“调整空间”。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计算,各国对联盟的诉求强度也发生

相应改变,由此采取了不同的联盟策略。既有联盟体系随即出现调整,霸权

国和同盟国关系发生异化。

霸权同盟国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时,表现出一定的矛盾特性。出于

满足功能性治理的需求(例如宏观经济协调、金融治理、气候变化治理等),

特别是霸权国承担治理成本能力与意愿皆有下降之际,同盟国会在霸权国和

崛起国之间存在摇摆,时而选择性地追随联盟,时而选择性地背离联盟,亦即

联盟异化。特别是当其对某一议题领域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感知较为明显的情

况下,将更为偏向拥有相关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和意愿的国家。见表3。

表3 霸权同盟国的“成本-收益”核算

成本来源 收益来源

遵守联盟,权力制衡

分摊联盟成本

提供制衡资源

丧失功能性合作收益

霸权国给予追随行为的奖励

选择务实,功能合作 来自霸权国压力或惩罚
功能性合作收益(取决于对

特定议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① Derek
 

Grossman,
 

“What
 

Does
 

Vietnam
 

Think
 

About
 

America􀆳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Diplomat,
 

August
 

5,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what-
does-vietnam-think-about-americas-indo-pacific-strategy/,访问时间:2020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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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一:
 

如果霸权同盟国能够从追随霸权国的行为中获得奖励,换言之

参与联盟可以使其获得多于单干的收益,那么它们仍将追随霸权国、维持既

有联盟关系;反之,则有可能采取选择性背离的策略。

S1 ∩S2=⌀

υ(S1 ∪S2)≥υ(S1)+υ(S1) (函数1:选择性追随)

υ(S1 ∪S2)<υ(S1)+υ(S1) (函数2:选择性背离)

  假定S1是霸权国,S2是霸权同盟国。如果S2 与S1 的合作收益大于或

等于单干的收益,那么同盟国可能会继续选择追随策略,维持联盟稳定。如

前文所说,完全背离、瓦解或抛弃联盟的成本过高,选择性维持联盟的成本

很低,那么霸权同盟国可能会采取选择性追随或背离,即联盟异化的策略。

霸权同盟国选择坚守联盟的收益是霸权国给予的奖励,具体表现为霸

权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反映出追随行为的

发生及奖励机制。澳大利亚在安全和经济上积极追随美国,从而获得美国

的安全保证和多元化的经济关系。澳大利亚在美国对华制衡性联盟中表现

最为积极,不仅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指责中国,还追随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

业设置门槛。作为回报,美国深化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安全合作。美国向

澳大利亚出售武器装备,开展联合军演,提升作战能力。美国在澳大利亚的

投资既有助于缓解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有助于增强澳大利亚的工

业和金融能力,降低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此外,美国还提议将澳大利亚

纳入G7机制,提升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该案例中,霸权国的

权力逻辑与同盟国的利益逻辑是一致的。

但追随行为也意味着分担更大的成本压力,尤其是当其他盟友不愿承

担成本的情况下,该盟友国会面临选择难题。同时,追随成本还包括难以和

崛起国以及其他国家开展多边合作而丧失的功能性收益。例如,澳大利亚

追随美国向中国施压,盲目追随美国致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功能性合作减

少,自身经济利益受到极大影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

出口市场,2018—2019年,对中国出口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2.6%,达

到1167.9亿美元。然而,由于澳大利亚一再行为越线,中国对来自澳大利亚

的牛肉、大麦和葡萄酒等商品采取进口限制或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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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严重。① 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矿开采公司之一嘉能可(Glencore)

在2020年9月和10月临时关闭了多座煤矿,麦凯(Mackay)港口的煤炭运

量一直下降。中国限制令出台后,澳大利亚煤炭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

2020年12月,中国正式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煤炭

出口的第二大市场,此举影响巨大,澳大利亚能源产业面临重大挑战。标普

能源(S&P
 

Platts)预计,仅在2021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将减少3200万吨

对华动力煤出口。② 中国进口减少产生的损失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弥补,日本

和韩国都是澳大利亚煤炭的五大进口国之一,但两国都宣布了严格的减排

目标,计划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对澳大利亚的煤炭需求也因此减少。

霸权同盟国的联盟收益主要是霸权国给予追随行为的奖励,需要霸权

国持续提供承诺,并有能力和意愿履行承诺。可见,同盟国稳定追随霸权国

的前提是:霸权国有能力承担组建、维持和强化联盟的成本,及时回应同盟

国的利益诉求。然而,霸权国基于制度溢出和治理消耗的考量,缺乏维持联

盟承诺的动机,这意味着在某些议题领域内恒定追随联盟并不能使霸权同

盟国获得追随的预期收益,可能还不如单干的获益多。例如,在气候变化治

理领域,美国难以回应欧盟的治理诉求,多次退出多边谈判进程,可能会使

霸权同盟国在该领域内不再恒定地采取追随策略。
 

选择性背离的例子还有欧盟没有追随美国对伊朗开展“极限施压”,而

是在制裁的同时维持与伊朗的贸易。追随美国断绝与中东相关国家的经济

联系无法增进反而减损欧洲的利益。欧盟甚至寻求越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

协会(SWIFT)通过其他方式维持与伊朗的贸易往来。2019年,法国、德国

和英国开发出交易工具INSTEX,使欧洲企业能够在不违反美国制裁条件

①

②

Saheli
 

Roy
 

Choudhury,
 

“Australia-China
 

Trade
 

Disputes
 

in
 

2020,”
 

CNBC,
 

December
 

17,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2/18/australia-china-trade-disputes-in-
2020.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6日;

 

“How
 

China􀆳s
 

Trade
 

Restrictions
 

Are
 

Affecting
 

the
  

Australian
 

Economy,”
 

BT,
 

November
 

26,
 

2020,
 

https://www.bt.com.au/insights/

perspectives/2020/australia-china-relations.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6日。

Damien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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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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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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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

12/16/world/australia/china-coal-climate-change.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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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与伊朗的贸易。① 2020年3月20日—11月20日,伊朗与

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为35.4亿美元。在欧盟从伊朗进口商品的

份额中,仅德国就占41%,从伊朗运往德国的非石油产品总值达1.314亿美元,

同比增长14%。②

选择性追随比较典型的方式是盟国的议题性追随,即议题联盟。在关

乎核心经济利益的领域,盟国与霸权国联合的可能性比较高。例如,这种霸

权国与同属发达国家的同盟国组建议题性联盟的现象在部分领域表现比较

突出,包括围绕市场准入、国有企业地位和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等多边规则

的谈判。再如,霸权同盟国的多边偏好并非坚持原有多边而是坚持于己有利

的多边,因此在重置制度非中性的意愿上,它们与霸权国是一致的。例如,在

WTO改革和开展高标准FTA谈判等方面,前者是颇有可能追随后者的。

霸权同盟国之所以会诉诸议题性追随、选择性追随和霸权异化,主要原

因包括:一是霸权国能力下降,重置联盟、胜任功能性治理和维护体系稳定

的能力亦不足;二是其他盟国虽然会选择性追随一些议题,但并没有意愿追

随霸权国陷入υ(S1)+υ(S2)小于υ(S1∪S2)的情境,乃至陷入全面战争。

因此,面对霸权国的联盟重置行为,霸权同盟国偏好以功能性合作为基础,

因议题差异而有选择地追随。除非在特定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同盟国追随

霸权国的“收入-产出”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否则它们将持续抵制被重置

进某个具有明显排他性乃至导向战争的联盟体系。

计算二:
 

如果在联盟之外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收益大于霸权国提供的奖

励或施加压力带来的影响,霸权同盟国可能出现离心倾向,采取选择性背离

的联盟策略。

如果计算一更侧重对原联盟内部的“成本-收益”计算,计算二则侧重

霸权同盟国在联盟之外的合作选项,亦即超越联盟诉诸联盟异化的行为。这

个函数说明的是一个具备特征函数的合作博弈,商家群体N={1,2,…,n}可以

①

②

Frances
 

Coppola,
 

“Europe
 

Circumvents
 

U.S.Sanctions
 

On
 

Iran,”
 

Forbes,
 

June
 

30,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francescoppola/2019/06/30/europe-circumvents-u-
s-sanctions-on-iran/? sh=57b635982c8d,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6日。

“I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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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es,”
 

Financial
 

Tribune,
 

December
 

11,
 

2020,
 

https://financialtribune.com/articles/domestic-economy/106517/irans-non-oil-trade-with-
eu-declines,访问时间: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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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分为多个子集,彼此可以形成特征函数形式的合作博弈(N,υ)。子集中

包括S 和S',其中S 还包括了次子集R 和L,S'包括次子集L 和H,且它们

依然符合特征函数形式合作博弈的基本特点。

例如,次子集R 的成员有苹果,次子集
 

L 的成员有梨,次子集 H 的成员

有桃子。这是它们作为次子集的个体特征。它们都是供应成份沙拉的商家,

每份沙拉100元。如果顾客要苹果和梨的水果沙拉,那么R 和L 匹配在一起,

该合作联盟的财富就可以最大化为100,如函数3所示。但是如果顾客要梨和

桃子的沙拉,那么只有L 和 H 匹配在一起才能将合作联盟的财富最大化为

100,R 和L 匹配在一起就不可能最大化财富收益为100。如函数4所示。

υ(S)=100×min{S∩L ,S∩R }, 

∀S∈2n (函数3),这种情况下υ(S)>υ(S')

υ(S')=100×min{S'∩L ,S'∩H }, 

∀S'∈2n (函数4),这种情况下υ(S)<υ(S')

  如果我们把商家L 视为霸权同盟国,R 视为霸权国,H 视为崛起国,那

么这个合作博弈的函数也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它们都置身于国际系统之

中,S 可能是霸权国与其同盟国组成的传统联盟,而S'则可能是霸权同盟国

与崛起国或系统内其他国家组成的临时的议题性联盟。在某一议题领域

内,如果存在更好的配对组,则原联盟的吸引力下降,更有可能出现联盟异

化的现象。如果国家选择联盟异化、采取务实外交、开展功能性合作,其收

益将包括与崛起国和其他国家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的收益,但也会面临霸

权国的压力或惩罚,例如减少安全保证或援助。围绕“成本-收益”的核算

将决定霸权同盟国的联盟策略。联盟异化的发生是利益驱动的,是同盟国

出于治理需求在联盟之外开展功能性合作的结果。

如果同盟国实力较弱或在某些功能领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①,

① 基欧汉和奈定义了敏感性和脆弱性,与文中关于功能领域中的合作依赖程度和

需求程度高度相似,但不尽相同,因为他们侧重于从负面的和强制性的一面看待,而本文

更似合作博弈中的强调互补性和合作性的一面。他们认为敏感性指的是“某种政策框架

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

价多大”,而脆弱性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受

损失的程度”。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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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要么加强对霸权国的支持,要么与崛起国开展联盟外合作,进而获得更

多的合作收益。① 当由于实力受限或意愿不足,在相关议题领域内霸权国无

法给盟国提供相加和为100的利益匹配度时,联盟异化的现象则有可能发

生。加之崛起国往往会通过让利获得更多支持,霸权同盟国能够通过参与

崛起国的制度减少全球治理成本的分担,同时从多元化合作中获取更多收

益,进而寻得相加和为100的合作配对。但如果霸权国威胁不提供安全保证

或威胁对其发起制裁,霸权同盟国则可能迫于压力再次追随霸权国。

其中一个对合作需求高的功能领域是经济领域,即同盟国对复苏经济

的迫切需求。美国自身深陷泥潭,国内经济疲软不振,甚至国内经济政策的

负面外溢效果明显,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因此,同盟国与霸权国在这个领

域内的利益匹配度达不到稳定联盟的要求,S 与L 无法形成较大的利益交

集,而与崛起国合作(即S'与L)则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交集。

如此,不难理解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离心倾

向,背离联盟转而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2015年,英国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

会员国,是第一个加入的美国主要西方盟国。此举反映了英国在对华政策

上的务实属性。英国明确参与亚投行给双边关系带来了积极发展势头。英

国加入亚投行符合自身经济利益,有助于扩大地区影响力。成员国资格有

助于保持英国作为全球资本来源地的金融地位。英国寻求与亚洲开展更紧

密的经济接触,并在该地区寻求更多投资和经济增长机会,亚投行为英国提

供了有效的融入途径。当然,随着来自霸权国压力的增加,英国发生行为转

向、回归联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英国可能会在选择性背离与选择性

追随之间时有摇摆,而摇摆的依据是不同议题领域内英国自我利益的核算

(正如函数3、4所示)。英国对华为5G的政策就时有反复,先是允许支持华

为参与本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后又表示将会逐步淘汰华为在英国5G网络

中的存在。可见,在部分议题领域内,霸权国的权力逻辑也有可能压倒同盟

国的利益逻辑成为主导逻辑。

再如,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和中国大量开展功能性合作。在经济领域,中

① Jacek
 

Kugler,
 

Ronald
 

L.Tammen
 

and
 

Brian
 

Efird,
 

“Inte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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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6,
 

No.4,
 

2004,
 

pp.16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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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2020年前7个月中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持续保

持这一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前9个月,欧盟与中国的贸易

总额为4255亿欧元,而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为4125亿欧元。① 在贸易量

增长的同时,中欧还达成多项双边协定,开创了跨区域合作的良好局面。

2020年9月,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并在年底最终签订《中欧

全面投资协定》。尤其是后一项机制性安排的达成充分反映了欧盟对原盟

友关系的选择性背离。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

敦促欧洲与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经济的共同关切进行早期磋商”,希望欧洲

能够等待新政府上台后再做决定,然而欧洲在没有与美国新政府进行充分

沟通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推动协议达成。②

此外,在2020年3月的G7外长会议上,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盟友反对

美国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该分歧导致会议没有产生联合公报。

相反,日本与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功能性合作。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加入《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开放态度。日本首相菅义伟

表示,日本作为2021年主席国将稳步实施和扩大CPTPP,不反对中国的加

入。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达成。尽管部分美国盟友对中国保持警惕,但并不阻碍双方在具体议题

上开展合作。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等人认为,印太地区各国都在不同

程度上将中国视为经济机遇之所在。③

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和欧盟都支持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积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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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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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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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mtime=20200116130752&focal=none,访问时间:2021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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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新冠疫情发生后,中欧表达了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并且双方都同意推动世卫组织改革。在2020年6月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中,

中欧表达了在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深入合作的意愿。目前,双方都是世

卫组织发起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参与者,在美国退出世卫组织

并拒绝加入COVAX计划的情况下,中欧积极开展功能性合作,有助于在全

球范围内积极筹集卫生公共产品。

最后,意识形态因素可能会影响霸权同盟国的考量,是一个可以通过S
与L 形成较大利益交集的领域。通常而言,霸权国与霸权同盟国具备意识

形态相似性,主要表现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促使同盟国在这一

共同纽带的联系下可以不计成本地追随霸权国。但意识形态在联盟关系中

的作用存在较大争议。① 不过,在特殊情况下,霸权国借助意识形态聚拢联

盟的作用仍不容忽视。然而,使用意识形态拉拢盟友、降低联盟承诺,以及

强调与盟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实则折射出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及

对承担联盟和全球治理成本的意愿与能力均有所下降的现实。正如美国

民主党纲领指出的,联盟的基础是意识形态,而联盟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负

担②,美国谋求与盟国的平等伙伴关系,而不是在安全防务、宏观经济协调、

债务治理等诸多领域内大包大揽。因此,表面上的一致性并不等同于真正

存在S 与L 的高度匹配,而可能是霸权国减轻向同盟国输送利益负担的

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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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国建制派的回归,联盟重置的行为将会愈发

明显,霸权国与其同盟国之间联盟重置与联盟异化的互动也将持续发生。

在这一过程中,前者追逐权力,后者追逐利益。权力与利益之间彼此互动博

弈的最终结果将会映射在制度层面,塑造出不同的全球治理秩序。如若建

制派上台,霸权国为了平衡权力而诉诸传统联盟手段,试图达到重置联盟和

再等级化全球治理体系的目的,也可能会放弃更多的利益来换取权力。那

么,联盟异化的天平将可能摇摆向选择性追随一端,选择性背离的概率将会

下降。但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受制于其实力基础,因此联盟的不稳定性

依然很高,这也将成为孕育联盟异化的土壤。加之在特朗普时期美国频繁

退出多边机制、破坏联盟信誉,降低了盟国间相互信任和全方位追随联盟的

可能,构建排他性制衡性联盟的策略可能因此受到掣肘。作为霸权国的美

国虽有意改造或重塑联盟,但要修复同盟关系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随着

实力衰落和经济颓势挥之不去,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奖励追随行为和承受资

源消耗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但全球问题与挑战不断涌现,急需大量公共

产品予以应对,这就留下了同盟国寻求开放性功能合作的空间。

与冷战时期两个体系相互割裂不同,即便美国能够成功构建排他性体

系,塑造出所谓的“平行体系”,两个体系内部成员之间也会出现交叉,体系

成员国仍需维持与中国的功能性合作关系,并不会单纯为了追随美国而放

弃自身利益。因此,权力驱动的联盟重置(霸权国)和利益驱动的功能性合

作(霸权同盟国)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两股重要驱动力量。在某种

意义上,联盟异化避免了联盟瓦解和“平行体系”的“极化”结果,也通过削弱

霸权国战争动员力,降低了系统内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当然,在不排除突

发事件的情况下,系统大国可能做出非理性决策,进而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内

的权力与利益分布,乃至促使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朝着不可预期的方向发

展。面对呈现上升趋势的系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在联盟异化的策略

选择之外,原霸权同盟国还可能选择抱团取暖,区域一体化趋势也会进一步

增强。与联盟异化相似,这些策略亦是由利益驱动的,其不仅改变了联盟形

态,也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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